第十九章  行政赔偿概念和构成要件

第一节  行政赔偿的概念

行政赔偿是指行政主体违法行使行政职权，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由国家承担的一种赔偿责任。

一、国家赔偿责任

行政赔偿是一种国家赔偿责任。尽管实施侵权行为的主体是行政主体，但赔偿费用由国家财政负担。行政主体只是履行赔偿义务的机关，而不是行政赔偿的责任主体。对这种侵权行为主体和赔偿责任主体上的不一致，在理论上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并形成了代为责任说、自己责任说、合并责任说和中间责任说等关于国家赔偿责任性质学说。

国家赔偿责任，是法治进步的产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前，基本上没有法治可言，国家权力也并非来源于法律，奉行的是“君权神授”，因而国家赔偿责任也是不存在的。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尽管近代法治也同时得以确立，但国家赔偿责任长期没有得到承认。在以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国家，长期奉行“英王不能为非”的原则，因而国家也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这种情况直到1947年制定王权诉讼法以后才得以改变。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则根据主权者的公务豁免理论，也不承认国家赔偿，并且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得以改变。

20世纪初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治得到了重大发展，平等观念更为深入。国家与个人尽管在立法上并不平等，但在法律适用上却仍应坚持平等。于是，各国的国家赔偿制度纷纷建立起来。在我国，国家赔偿制度建立以前就存在冤、假、错案的平反。但这并非一项法律制度，只是一项政治措施。1982年宪法明文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也就是说，在法治社会里，任何法律主体实施了违法行为，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基于此，宪法第41条第3款明文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宪法的规定为国家赔偿责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86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劳动人事部联合作出了《关于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免予起诉的原系国家职工的被告人羁押期间工资是否补发问题的答复》，国家赔偿进入议事日程。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民法通则》，把国家赔偿纳入了民事赔偿的序列。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对行政侵权赔偿责任，作了专章规定。1993年通过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84条规定了国家对公务员的赔偿责任。1994年，国家制定、通过了《国家赔偿法》，最终确立了行政赔偿制度。

二、补救性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可以分为惩戒性法律责任和补救性法律责任两种。前者通称法律制裁，如行政处分、行政处罚和刑事处分；后者通称法律补救，如撤销、宣告无效和赔偿。根据各国的立法，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公法的行为，通常适用惩戒性法律责任；对国家违反公法的行为，通常适用补救性法律责任。之所以对国家不适用惩戒性法律责任，是因为“公法是国家法，统治者的法；因此人们就不能想出反对国家行使的一种公法的直接制裁的方式。”
惩戒性法律责任不外乎对违法行为人人身权的剥夺和限制、对违法行为人财产权的剥夺和限制等。然而，国家作为法律主体，其“人格权”不能由法律加以剥夺或限制，只能由政治斗争加以剥夺或限制。政治斗争可以推翻一个政权或政府，并取而代之，成立新的政权或政府，作为新的法律主体。问题是，在存在这种政治斗争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存在法治。法治是以社会的和平为存在条件的。并且，这种政治斗争的结果，最多是一种政治责任，而并不是一种法律责任。对违法行为人财产权的剥夺或限制，通常是把违法行为人的全部或部分财产收归国有。可是，把国家的财产收归国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可能达到法律制裁的目的。同时，“规定国家所担负义务的任何一种公法条款也不能直接执行强制制裁，因为国家是握有强制的主人，不能直接对自己行使强制。”
因此，国家的法律责任只能是一种补救性法律责任。补救性法律责任，包括对违法行为的法律补救和对违法行为所造成损害的法律补救两种。对违法行为的撤销、变更和宣告无效等，都是对违法行为的法律补救。行政赔偿，则是对违法行为所造成损害的法律补救，是补救性法律责任的一种。

三、行政侵权责任

行政赔偿是一种行政侵权责任，是行政主体违法行使行政权，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后国家所应当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

行政赔偿作为一种行政侵权责任，不同于行政补偿。行政补偿是行政主体实施的合法行政决定，在造成相对人损失时由国家依法所给予的一种补偿。也就是说，行政补偿的前提并不是行政主体违法行使职权。它是根据公共负担平等原则，基于相对人所作的特别牺牲或者说所承担的比他人更多的义务，由国家给予的一种补偿。严格地说，它并不是一种法律责任，而是行政征用等行政决定所应包含的内容。
 由于行政决定合法，尽管相对人承担了更多的义务却毕竟是相对人应承担的义务，行政补偿的数额与实际损失并不完全相等，一般适用适当补偿或公平补偿原则。

作为一种行政侵权责任，行政赔偿不同于民事赔偿。民事赔偿是一种民事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第一，责任主体不同。行政赔偿的责任主体是国家，行政主体只是行政赔偿的义务机关，侵权行为的实施者与责任主体并不完全一致。民事赔偿的责任主体是民事主体，即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侵权行为的实施者与责任主体一般是一致的。第二，前提条件不同。行政赔偿的前提条件是违法行使行政权，而民事赔偿的前提条件则是民事行为违法，与国家权力无关。第三，归责原则不同。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主要是违法原则，而民事赔偿的原则主要是过错原则，并以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为补充。第四，赔偿范围不同。行政赔偿主要限于对物质损害的赔偿，限于对直接损失的赔偿。民事赔偿则既包括对物质损害的赔偿，又包括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既包括对直接损失的赔偿，又包括对间接损失的赔偿。第五，赔偿途径不同。行政赔偿的途径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及专门的行政赔偿程序。民事赔偿的途径则有协商、仲裁和诉讼。另外，行政赔偿与民事赔偿的程序和方式，也有所区别。

作为一种行政侵权责任，行政赔偿不同于司法赔偿。司法赔偿，从广义的角度说，包括刑事赔偿，以及因法院在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中实施司法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执行措施失当由国家对所造成损害的赔偿。刑事赔偿，则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狱政机关在刑事案件的侦查、逮捕、公诉、审判和监狱管理中，违法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由国家给予的赔偿，又称冤狱赔偿。司法赔偿也是一种国家赔偿责任，与行政赔偿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两者仍有许多区别：第一，侵权行为的主体不同。引发行政赔偿的侵权行为主体是行政主体，而引发司法赔偿的侵权行为主体则是公安机关（侦查机关）、
检察机关、
审判机关
和狱政管理机关即司法机关。第二，赔偿的前提条件不同。行政赔偿的前提条件是违法行使行政权，司法赔偿的前提条件则是违法行使司法权，即违法行使侦查权、逮捕权、公诉权、审判权和狱政管理权。第三，内部追偿条件不同。在行政赔偿中，内部追偿的条件是行政执法人员在违法行使行政权时，主观上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主要是一种主观标准。在司法赔偿中，内部追偿的条件则是司法人员实施刑讯逼供、殴打或以其他暴力方式伤害公民身体，或违法使用武器、警械，或在审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主要是一种客观标准。第四，赔偿途径不同。行政赔偿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及专门的赔偿程序解决，司法赔偿则只能通过非诉讼形式的专门程序解决。

第二节  行政赔偿的构成要件

行政赔偿的构成要件，是指国家承担行政侵权责任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是解决行政赔偿纠纷的重要理论工具。它包括行政主体、行政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和因果联系四个方面。

一、行政主体

侵权行为的主体是行政主体。只有行政主体才享有行政权，才能实施行政决定和其他行政作用，也才能构成行政赔偿。非行政主体不具有行政权，即使实施侵权行为也不能构成行政赔偿。司法机关作为司法权的主体，行政机关作为机关法人，公务员作为公民等实施侵权行为而引起的赔偿，都不是行政赔偿。在胡国华申请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案中，淮安市人民检察院根据胡国华交代其受贿58630元的事实，依法暂扣了胡国华亲属代其缴纳的现金58630元。后淮安市人民检察院以胡国华受贿13000元的事实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判决罪名成立，拘役6个月，追缴赃款13000元。判决生效后，淮安市人民检察院没有将暂扣款的剩余部分计45630元退还胡国华。胡国华申请赔偿，要求返还余款。在该案中，侵权行为的主体是检察机关而不是行政主体，因而是一个司法赔偿案件而不是一个行政赔偿案件。因此，通过侵权行为主体是行政主体这一构成要件，我们就有可能把很多容易与行政赔偿责任相混淆的赔偿责任区别开来。

当然，一个组织是不是行政主体，最关键的是要看该组织是否具有行政权（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如果一个组织不具有行政权，就不可能是行政主体。在穆棱风筒厂诉穆棱煤矿保卫科案中，被告穆棱煤矿保卫科既不是一个行政机关，也不是法律、法规和规章授权的组织。公安部关于《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保卫组织工作细则（试行）》所规定的企业保卫机构的职责，并非行政权的授予，而是作为相对人的企业对公安机关治安管理的一种协助义务，以及企业内部管理权的一种。即使它规定了授权，把公安机关的职权授予公安、安全机关以外的任何机关、组织，也是违法的、无效的。因此，它并不是一个行政主体。既然如此，那么它违法实施查封并不能构成行政赔偿责任。受诉法院把该案中的赔偿责任认定为行政赔偿责任，是错误的，从而导致了将本应由企业承担的赔偿责任而由国家来承担的结果。

行政主体是由相应的行政机构和公务员组成的，行政决定往往是经相应的行政机构和公务员作出的。行政侵权行为的具体实施者，也可能是行政主体所属的行政机构或公务员。行政机构或公务员实施行政侵权行为，可能是基于行政主体的意思，也可能并非基于行政主体的意思，而是它们自己的意思。但无论如何，在法律上都要将这种意思视为行政主体的意思，并由行政主体履行行政赔偿义务。在姜恩海诉平顶堡镇人民政府侵权赔偿案件中，实际实施侵权行为的是该镇组织的联合堵卡站，但在法律上该行政侵权行为的主体却是平顶堡镇人民政府。因此，行政机构以自己名义实施的行政侵权行为，行政机构或公务员基于其自己的意思所实施的行政侵权行为，不能因为它们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而认为没有构成行政赔偿。行政侵权行为的主体是行政主体，只是表明在法律上，无论是行政主体直接实施的行政侵权行为还是由其所属行政机构或公务员实施的行政侵权行为，都属于行政主体的行政侵权行为，都应当由行政主体来履行行政赔偿义务。在目前的实践中，我们尤其应当注意防止行政主体将公务员实施的行政侵权行为辩称为个人行为，从而规避赔偿义务和法律责任的现象。

在实践中，有时存在人员借调、临时借用或委派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以借调、借用机关、委托机关为行政主体。在曹龙飞诉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及附带行政赔偿案中，被告下属的派出机构松洲街派出所根据上级机关的统一部署，在辖区内开展清查“三无”人员行动。广州市白云区保安服务公司松洲街中队应该派出所的要求协助清查行动。行动中，保安员丁虎受松洲街派出所指派看管被带回派出所的“三无人员”。在看管过程中，保安员丁虎以原告在派出所内墙角小便为由对原告进行殴打，致原告多处软组织挫伤。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委托广州市白云区保安服务公司的保安人员协助清查和看管‘三无’人员，应视为被告临时委托该公司保安人员行使部分治安管理职权。”
因此，被告为本案的赔偿义务机关即行政主体。在李翠凤诉广饶县李鹊镇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中，广饶县李鹊镇人民政府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的理由之一就是：“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主体错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应村土地调整领导小组的要求进行协助，盖文彬、韩延祥虽是职务行为，但实施的不是镇政府的行为，而是协助村进行的调地行为。故本案镇政府作为被告不当。”二审法院认定：“与被上诉人发生争执的盖文彬、韩延祥二人，系上诉人派到被上诉人所在村协助工作的工作人员，二人与被上诉人发生的争执亦是基于履行该职责的目的。故被上诉人认为二人在该事件中对其实施的行为侵犯了其人身权，而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应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也就是说，工作人员的协助行为是协助机关的职务行为，协助机关是行政主体。

二、行政侵权行为

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必须以行政侵权行为的存在为前提和要件。行政侵权行为，是指违法行使行政权，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的规定，它“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的，违反行政职责的行为。”

（一）行使职权有关的行为
行政侵权行为是一种与行使职权有关的行为，包括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行为。如果行政主体不是行使行政权或与行使职权无关的行为，就不可能是一种行政侵权行为，也不能构成行政赔偿责任。在张义潜诉临潼县华清池管理处案中，被告将大型壁画《杨玉环奉诏温泉宫》上的原告等署名及3枚印章铲除的行为，并不是运用行政权实施的行为，因而并不构成行政赔偿责任，只能构成民事赔偿责任。在姜恩海诉平顶堡镇人民政府侵权赔偿案件中，被告扣押并变卖原告大豆的行为，是其行使行政权的行为，可以构成行政赔偿责任。行政侵权行为要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在于解决行政主体在特定案件中有没有行使行政权或是否与行使职权有关的问题，而不是解决有没有行政权的问题。有没有行政权的问题，即一个组织是否具有行政权的问题，是侵权行为主体要件所要解决的问题。

行使职权或与行使职权有关的行为，一般是清楚的，但有时也比较难以认定。在孙洪飞诉古蔺县双沙镇人民政府行政侵权赔偿案中，被告工作人员执行公务前往目的地途中，向原告问路时发生争执，进而互相抓扯、撕打，各自受伤。原告诉请行政赔偿。二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古蔺县双少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刘某等人向上诉人孙洪飞问路的行为，不是行使职权的职务行为。”“上诉人孙洪飞与刘某因问路产生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但在陈礼增、黄银女诉宁化县公安局行政赔偿案中，原告之子陈世华酒后寻衅滋事。在事态已经平息时，被告所属水茜派出所副所长张家鸿正好遇见，遂打了陈世华两巴掌，并扭、推陈到派出所处理，致陈扑倒，头部撞地，造成陈颅内弥漫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法院认定张家鸿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对职务行为的认定，应根据行政决定的构成要件以及行政事实行为的特征进行。

（二）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

行政侵权行为是一种行政主体违法行使行政权的行为。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合乎法律要求的，不存在行政赔偿责任问题，最多引起行政补偿问题。
只有当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违法时，才有可能导致行政赔偿责任。违法行使行政权的行为，可能是一种违法的行政决定，如在姜恩海诉平顶堡镇人民政府侵权赔偿案件中被告违法扣押并变卖原告大豆的行为。违法行使行政权的行为也可能并不是一个行政决定，而只是一个行政事实行为。《国家赔偿法》第3条第3、4项所规定的行政侵权行为，就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在陈礼增、黄银女诉宁化县公安局行政赔偿案中，派出所副所长张家鸿所实施的行为，就是行政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行政决定）。

认定行使职权行为违法的标准，就是违法不履行职责的标准和撤销行政决定的标准。实践中的困难是受欺诈行政决定违法性的认定。在吴幼定诉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房产登记案中，一审法院认定：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出售公有住房的暂行办法》第3条第2款的规定，“若由孙才娣作为上海市普陀区黄陵路200弄25号601室房屋的购买人，必须取得该户同住成年人吴幼定、吴佳颖的同意。吴幼定提供的离婚协议书，能够证明本案所涉房屋在吴幼定与孙才娣离婚后，仍由吴幼定租赁使用；且孙才娣在审理中也承认其购买该公有住房的行为没有征得同住成年人的同意，孙才娣签订的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协议上，吴幼定和吴佳颖的签名盖章均非本人所为。市房地局在未对同住成年人同意以孙才娣的名义购买该公有住房的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予以充分审查的情况下，向孙才娣核发了上海市普陀区黄陵路200弄25号601室房屋的房地产权证，属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
这类受欺诈行政决定系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行政决定，也属违法行政决定。它的违法性系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转移而来。
（三）侵犯合法权益的行为

我国没有实行天赋人权的原则，而实行权利法定主义。基于此，行政侵权行为应当是行政主体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也就是说，行政赔偿所保护的是“合法权益”，即法律规范或行政决定、司法裁判、仲裁决定等所承认的利益，而不是违法利益。相对人取得违法利益，可能源于违法的民事法律行为，也可能源于违法的行政决定、行政规范，还可能源于相对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对违法利益的剥夺，即使行政决定违法，原则上也不存在对该违法利益的赔偿问题。

但是，有两种情况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基于比例原则而获得的利益。在最高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汇丰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案中，原告依据已取得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可建设地上4层的建筑物，但却建了9层，多建的5层属于非法利益。但根据比例原则，法院判决对5、6层违法建筑予以罚款保留，拆除7、8、9层影响整体规划部分的违法建筑。如果被告违反比例原则拆除了可予以保留的违法建筑，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在武鸣染织厂诉武鸣县城乡建设委员会强制拆除案中，法院认定，原告建筑的围墙属于违法建筑，并不听被告的劝阻建设而成，因而不受法律保护，围墙被拆所引起的损失应由原告自己承担。因此，可予罚款保留的部分如果已被拆除，原则上应不承担赔偿责任，因为保留的违法建筑同样是应受处罚的，是可以拆除、可以罚款的。即使违反比例原则明显过当的，也应该考虑除去应受罚款部分。第二，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而获得的利益。基于行政许可行为违法而取得的利益，本来也是违法利益。但是，根据《行政许可法》第69条的规定，除了受欺诈行政许可行为外，根据其他违法行政许可行为所获得的利益，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而受保护；如果该利益被剥夺，无论合法剥夺还是违法剥夺，都构成行政赔偿责任。

一般说来，凡是违法行使行政权的行为，都是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但在个别情况下，行政权的违法行使，在结果上可能并没有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例如，级别管辖权上的违法、法律适用的错误，对处理结果可能并无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并没有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当然，从广泛意义的权益上来看，凡违法即侵权。例如，级别管辖权上的违法，可以说侵犯了相对人得到法定行政主体处理的权利。

应当注意的是，只有法定范围的行政侵权行为才能构成行政赔偿。

三、损害结果

确定行政赔偿责任必须以损害结果的存在为构成要件。损害结果，也就是行政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受教育权和劳动权等依法所享有的权益的损害事实。它一般表现为权利受剥夺或限制，财产受损失，身体受伤害，人格受贬损等。损害结果必须是一种已经发生的客观存在或事实。如果没有损害结果，那么即使行政主体实施了行政侵权行为，也不能构成行政赔偿责任。并且，损害结果必须是法定范围内的直接损失。

在姜云霞诉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行政处罚案中，被告以扰乱秩序为由对原告作出拘留15日的处罚决定。因原告不服申请复议，在交纳了750元的保证金后，拘留决定被暂缓执行。经复议，复议机关维持了原处罚决定。原告起诉于法院。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被告的处罚决定被法院认定为违法，需予以撤销，但由于拘留决定尚未执行，损害结果并未发生，因而也没有构成行政赔偿责任。但是，原告起诉被受理后，又撤回了起诉。被告遂对原告执行拘留，实际执行10日。原告又起诉到法院。在这种情况下，损害结果已经发生，即原告的人身自由权被限制10日。

在最高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中，一审法院认定：“目前，国家对大学生毕业分配实行双向选择的就业政策，并非学生毕业后就能找到工作，获得收入。因此，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证书的行为，只是使原告田永失去了与同学同期就业的机会，并未对田永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实际损害。故田永以北京科技大学未按时颁发毕业证书致使其既得利益受到损害为由提出的赔偿经济损失主张，不能成立。原告田永在考试中有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据此事实对田永作出的按退学处理的决定虽然不能成立，但是并未对田永的名誉权造成损害。因此，田永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北京科技大学在校报上向其赔礼道歉，为其恢复名誉，不予支持。”

四、因果联系

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必须以行政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联系为要件。只有当该损害结果是由行政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或当行政侵权行为是该损害结果的原因时，才能构成行政赔偿责任。在赵智春、赵程春诉漯河市建设委员会行政赔偿案中，二原告驾车在漯河市火车站广场南北主干道中段候客上人，被被告广场管理人员制止并罚款20元（空白票据）。罚款中因二原告不服，并要求管理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而发生口角。在二原告驾车离去时，被告广场管理人员又拦住二原告，并将二原告拉到办公室进行殴打，致原告赵智春受伤住院，花医疗费2500元。终审法院判决被告一次性赔偿原告赵智春医疗费、误工费2719.53元。在该案中，被告工作人员的殴打行为与原告赵智春所受伤害及损失之间，无疑存在因果联系，因而构成行政赔偿责任。如果行政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联系，则不能构成行政赔偿责任。在最高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深圳亿亨投资有限公司诉郑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中，一审法院认定：“郑州市政府虽在粮油总厂向法院申请破产前，越权确定收购企业，但在粮油总厂进入破产程序后，法院已通过司法程序对粮油总厂的收购问题进行了处理，确定由海洋公司收购。因此，亿亨公司请求赔偿的损失和郑州市政府的批复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对亿亨公司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行政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一般应当具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否则，就不能构成行政赔偿责任。在田志生诉珲春市公安局行政赔偿案中，在民警丁某、金某用原告的腰带捆绑原告的双手时，原告因挣脱而失去平衡，头部左侧着地，住院治疗44天，花费2077.50元。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与原告受伤害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不构成行政赔偿责任（试比较陈礼增、黄银女诉宁化县公安局行政赔偿案）。相对人为解决纠纷所发生的正常开支，与行政侵权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在实践中，对此有不同认定。在廖学友等诉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公安局交警支队行政赔偿案中，法院认定原告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所花的代理费，与行政侵权行为之间没有因果联系。在张丙勋诉鲁山县公安局行政赔偿案中，法院也认定被告对原告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与原告的交通费、食宿费、复印费100元、医疗费1000元之间没有因果联系，不予赔偿。
但是，在林茂远诉福州铁路公安处侵犯人身权行政赔偿案中，法院却认定行政侵权行为与原告的诉讼代理费之间有因果联系；在杨柏林诉桦南林业地区公安局行政处罚案中，法院认定原告诉讼前上访期间旅差费2070.05元与行政侵权行为具有因果联系，判决由被告承担损失赔偿；在刘传宝诉福安市公安局收容审查行政赔偿案中，法院也判决被告赔偿因被诉行政决定违法给原告造成的往返旅差费7402.20元。

应当注意的是，分析行政赔偿中的直接因果联系，必须置于特定的行政法律关系中来考察。在许成海诉云霄县公安局扣押车辆行政赔偿案中，被告所属马铺乡派出所认为原告形迹可疑，扣押了原告驾驶的车辆。期间，该派出所使用该车辆外出，在交通事故中碰撞受损。事后，该派出所对车辆经小修后，通知原告领回。法院认定被告违法扣车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直接因果联系。在该案中，原告的车辆是被原告和被告以外的行为人撞坏的。但是，原告与该行为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原告只与被告之间存在行政法律关系。在这一行政法律关系中，被告对作为标的物的车辆具有保管责任。因此，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扣押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联系。被告则与交通事故的另一当事人之间具有民事法律关系，被告的损失与该当事人的行为之间具有因果联系。

在行政不作为案件中，行政主体的不作为，与必然发生的损害结果或者与已经预见、应当预见的损害结果之间，应当认定为具有因果联系。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在确定赔偿的数额时，应当考虑该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
在最高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尹琛琰诉卢氏县公安局110报警不作为行政赔偿案中，有人在发现原告所有的“工艺礼花渔具门市部”正在被撬门并进入盗窃时，先后两次拨打110报警，但被告未出警，导致原告财产被盗。法院认为：“原告尹琛琰主张的损失数额，有合法的依据，被告卢氏县公安局虽然对具体数额表示怀疑，但由于没有提供相关的具体证据予以否认，因此，对尹琛琰主张的财产损失数额应予以认定。尹琛琰门市部的财产损失，是有人进行盗窃犯罪活动直接造成的，卢氏县公安局没有及时依法履行查处犯罪活动的职责，使尹琛琰有可能避免的财产损失没能得以避免，故应对盗窃犯罪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尹琛琰的门市部发生盗窃犯罪时，尹琛琰没有派人值班或照看，对财产由于无人照看而被盗所造成的损失，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实践中的因果关系极为复杂，往往有一因多果和一果多因情况。在闽侯县航运公司诉福安市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行政赔偿案中，原告所属的S-72号船在采砂中，发电机、电焊机等为被告违法扣押。期间，受台风袭击，该船因无发电机致抽水泵无法运行，经原告采取冲滩措施未果，不久沉没。福建省闽东海上安全监督局漳湾监督站作出《挖S-72号沉船事故调查报告》，确认沉船原因为：第一，台风引起大风、大浪、大雨，该船舱内长时间积水；第二，无发电机组，水泵无法抽水，舱内积水过多，船体过重而倾斜沉没。法院对此报告予以采信。在该案中，引起船只沉没的原因有两个，即台风和扣押发电机等设备。在林茂远诉福州铁路公安处案中，被告对原告的殴打行为，所导致的损害结果不止一个，有身体伤害和误工损失等。一因多果和一果多因现象的存在，要求我们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必须持认真慎重的态度。

五、公共设施瑕疵的赔偿责任

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必须同时具备行政主体、行政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和因果联系四个要件。缺乏其中的任何一个要件，都不能构成行政赔偿责任。但在司法实践中，同时具备上述四个要件的因行政不作为而引起的公共设施瑕疵赔偿责任，往往并没有作为行政赔偿责任来处理，而是作为民事赔偿责任来处理的。

在最高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王烈凤诉千阳县公路管理段人身损害赔偿案中，原告之夫回家途中被大风刮断的护路树砸死，原告诉请赔偿。一审法院以民事案件受理后，审理认为：“千阳县公路管理段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导致危害结果发生，是有过错的。”遂依据《民法通则》第126条关于“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的规定，认定由于“千阳县公路管理段对马学智的死亡提不出自己没有过错的证明，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在《国家赔偿法》制定以前，基于《民法通则》第121、125条的规定，公共设施的瑕疵赔偿责任按民事赔偿来解决有其合理性。但从科学性上来说，它并非真正的民事赔偿责任，而是一种行政赔偿责任。即使民法学者，也不认同民事责任。
在《国家赔偿法》实施以后，公共设施的瑕疵责任也仍作为民事赔偿在处理。

在最高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东山镇副业公司诉江苏省南京机场高速公路管理处损害赔偿案中，原告东山镇副业公司所属驾驶员孙家福驾驶桑塔纳轿车，沿南京机场高速公路由南向北行驶时，突然发现前方路中有过往车辆失落的2×1.2平方米防雨布一块，因避让不及，车辆撞上护栏，造成车辆损坏、人员或伤或亡的严重后果。一审法院认为：“高速公路管理处因收费与副业公司之间形成了有偿使用公路的合同关系。高速公路管理处应当保障副业公司的车辆能够安全、畅通地使用该高速公路。致副业公司的车辆在正常行驶中发生事故的路障，本应由高速公路管理处及时发现并清除。高速公路管理处却因疏于巡查而未能发现并清除该路障，是未履行其应尽职责与合同义务。高速公路管理处应当对这次事故给副业公司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判决：高速公路管理处赔偿副业公司损失费142658.30元；案件受理费4360元由高速公路管理处负担。”江苏省南京机场高速公路管理处不服，以其“收取车辆通行费，是实施行政管理行为，双方之间由此形成的只能是行政关系，不是合同关系。原审判决依合同关系处理本案，是适用法律不当”等为由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副业公司履行了交纳车辆通行费的义务以后，即享有使用高速公路并安全通行的权利。高速公路管理处与副业公司之间因收支费用的行为而形成了有偿使用高速公路的民事合同关系。……高速公路管理处在收取费用后不能及时清除路上障碍物，致使副业公司的车辆在通过时发生事故，既是不作为的侵权行为，也是不履行保障公路安全畅通义务的违约行为。原审以违反合同义务处理，并无不当。”“高速公路管理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高速公路实施日常经营管理，其基于对高速公路的经营管理向过往车辆收费，只能与交费人之间形成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不是行政管理关系。”

我们认为，在权利受侵害时，所需要的是有效的法律救济。至于通过什么途径来救济，并非重要。尤其是在我国当前行政救济并非十分有效，民事赔偿的力度和有效性要大于行政赔偿的情况下，从受害人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的角度来说，把这种赔偿责任作为民事赔偿责任也并非不可。

� 参见江必新：《国家赔偿法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11页。


� 参见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5、234页。


� 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90页。


� [法]狄骥著、钱克新译：《宪法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04页。


� 同上。


� 参见方世荣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55页。


� 参见龙岩粮食饲料厂申请三明市公安局梅列分局刑事赔偿案。


� 参见仇惠南申请泗阳县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案。


� 参见王树凯申请大城县人民法院刑事赔偿案、姚能君申请邵阳市远郊区人民法院国家赔偿案（执行错误）、佳发茶行申请汕头市升平区人民法院国家赔偿案（超值查封货物）。


� 参见郑传振申请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赔偿案。


� 案请详见柳福华主编：《国家赔偿名案点评》，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


�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1）穗中法行终字第00185号。


�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3）东行终字第33号。


� 参见虞菊贞等诉长宁区人民政府紧急行政强制案。


�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5）沪二中行终字第123号。


� 案请详见柳福华主编：《国家赔偿名案点评》，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2001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82次会议通过，法释〔2001〕23号）。


� 参见梁慧星：《道路管理瑕疵的赔偿责任——大风吹断路旁护路树砸死行人案评释》，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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